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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新探

李 强

摘 要 文化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之一，其政治哲学传统的代际传承与

学术谱系以梁启超开其端，中间经国家社会党张君劢、张东荪，最后到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

第二代。面对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时代主题，此传统以现代国家建构为核心关切和思

考重点，从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建立了完备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文化

保守主义的建国方案。此建国方案试图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公道之间兼筹并顾，这是其对自由

主义超越之处。但是由于理论和现实的原因，该方案并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的选项。尽管如此，

其理论探索对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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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梁启超是晚清民初开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力量，两

人所处时代不同，学术性格迥异。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并论述从梁启超到牟宗三的政治哲学传统，是否

显得突兀，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本文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笔者以对牟宗三研究的反思为

切入点，引入对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探讨。另外，此政治哲学传统如果可能，他们有

怎样的问题意识，经过了怎样的代际传承，其理论思考有怎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建构该政治哲学传统必

须探究的问题。

一、重新探索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必要性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传统儒释道的诠释、道德形上学哲学体系建构、中西哲

学会通乃至现实的社会政治关怀、文化关怀、政治哲学建构等，被学界多放在现代新儒学思潮中来理解。

但在笔者看来，虽然牟宗三在学术背景和理论旨趣方面与他的新儒家前辈有相同之处，却不能掩盖其彼

此间在学术进路、学术资源上的差异。就道德形上学体系建构、对中国传统儒释道的诠释而言，牟宗三

主要是通过康德道德哲学进行的，在佛教中认同的是天台宗而非唯实宗，而梁漱溟主要是借助的柏格森

生命哲学、印度哲学，熊十力则借助于佛教的唯识学。

此处还是就文化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诠释、道德形上学体系建构而言。如果我们把焦点转移到牟宗

三的政治哲学思考，则熊十力、梁漱溟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对民主、自由、人权、民族国家等现代价值

观念的探讨，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方面所做的理论思考，为牟宗三等的探索提供的理论资源，并没

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与牟宗三之间的理论关联也没有看起来那样紧密。

梁漱溟的成名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他以意欲为标准，对中西印三方的不同文化路向进

行了分判，由此他认为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观念，例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民族国家等，与中国文化精

神不符，并不适合中国社会。最后经过对比，他得出了中国既不能走西欧民主政治的道路，也不能走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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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只能走乡村建设道路的结论。由此看来，梁漱溟给后来者留下了如何吸收落实现

代政治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他自己对这些价值观念本身并没有多少原创力的思考，留给后来者可以继承

的资源不多。至于熊十力，他的“体用不二”哲学架构，对牟宗三“内圣”与“新外王”之间不一不异、既相

互独立又有关联的定位以及“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政治主张有直接的影响。此外，熊十力认为儒家经典

中有人道、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萌芽的看法，民主政治对解决传统专制政治有积极的意义等，牟宗

三对此完全赞同。但熊十力对这些现代政治价值观念本身并无精深的思考，留给牟宗三可借鉴吸收的地

方也不多 [1]（P169-17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政治哲学建构而言，牟宗三从他新儒家前辈那里继承的更多是问题性，如现

代政治秩序如何建构、现代价值观念如何吸收和落实、与儒家价值观念之间应该如何融合、建立在儒家

性善论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哲学是否可能等等，都成为牟宗三等第二代新儒家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

题。于此，跳出新儒学来研究牟宗三的政治哲学，重新探索一条新的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

统，探究其问题意识、解决方案、内在矛盾、积极意义等即有其必要。而牟宗三等第二代新儒家在其政治

哲学体系建构中直接或间接的引述，所受到的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及罗隆基等政治哲学思考的启发，

皆为我们此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思想指引。

二、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主题及代表人物

在学术史方面，具体就政治哲学而言，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牟宗三与张君劢、张东荪，乃至与国家

社会党之间的关联，例如薛化元、应奇即注意到张君劢与牟宗三之间不仅在道德哲学，也在政治哲学方

面有学术上的继承关系，牟宗三政治思考的理论资源，即来自张君劢 [2]（P3-4）。魏万磊从“再生派学人
群”的角度论述了牟宗三与张东荪、罗隆基乃至国家社会党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皆属于国家社会党下

面的再生派学人群，表示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学术交集，进而有一定的学术关联 [3]（P63-74）。
而梁启超与张君劢、张东荪之间，无论是私人交谊还是学术传承，学界论述较多，此不赘述 [4]

（P227-232）[5]（P20-51）[3]（P74-81）。至于从梁启超到国家社会党的“二张”再到牟宗三之间的学术
关联，罗义俊在《当代新儒家的自我定位与其政治学的现代展开》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思想史梳理，唯

其只在于平铺直叙，并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思想传承，可以构成有继承关系、有共同理论旨趣的一条政

治哲学传统。另外，这篇文章中亦没有看到张东荪在此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地位 [6]（P95-98）。
以上的学术前史为我们建构此政治哲学传统提供了思想启发，但是在问题意识、学派构成、思想主

张、逻辑推展以及代际传承等方面，依然有继续推进的必要。首先就学派构成而言，哪些人物构成此政

治哲学传统的核心成员？笔者以为，为方便入手、简明扼要起见，可以先从思想联系更为紧密、有明确学

术继承关系的学者入手，再在此基础上逐渐加入有相同主张的人物。因此笔者暂定以梁启超、国家社会

党的“二张”以及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中的牟宗三为代表，甚至徐复观、唐君毅也可以包含在内。笔者以

牟宗三为张君劢所做的祝寿文章《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意识——寿张君劢先生七十大庆》一文为核心，
在建构此政治哲学传统代际传承与学术谱系的同时，探究其学术旨趣和问题意识，史论结合，相互支援，

共同形成此一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

牟宗三的这篇文章，通过分析和评判近代中国的三种政治意识，即传统的革命意识、社会主义的意

识和民主政体建国的意识，对从梁启超开端、中间经张君劢再到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传统及问题意识，已

经有清晰的论述。

文章一开始，牟宗三即谈到了近代中国的三种政治意识，认为其中只有民主政体建国的意识才是正

宗的。原因何在？他认为，只有民主政体的建国才是“近代的”，才能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民主政

体之出现，在西方，有其历史文化之长期酝酿，其本身亦有一定之观念、意识，与夫一定之轨道。而这一

套正是所谓‘近代的’。”[7]（P46-47）此是一方面。在另处，牟宗三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论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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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其现代意义应该是民主的和社会的，国家的和文化的，“国家是道德理性在客观精神的表现下而被

肯定被建立，法律则是道德理性的客观化，藉客观精神的表现而客观化。国家及法律同是表现道德理性

的客观精神之所肯定”[8]（P83）。这样即从道德理性的角度对国家的价值进行了贞定。而我们与上所述
“民主的”联系起来，这里的“国家”必然是建立在有法律保障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由此，牟宗三论证了民

主政体建国意识的“正宗性”，近代中国的政治主题即是建立一现代国家，这也成为此政治哲学传统的核

心问题意识。

数十年来中国之主要课题仍当是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问题，此为一中心之所在。故政治

意识离乎此者为歧出，相应乎此者为正宗。[7]（P51）

在此基础上，牟宗三论述了近代中国首先相应于民主政体建国意识、对此建立现代国家有贡献的梁

启超，并称后者为此一传统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牟宗三主要是根据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候梁启超的政治主

张和政治活动来论述的。

疾风知劲草，而当时真能保持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者，则为梁任公先生。他于袁氏

帝制嚣张之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文中明言政治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其意

是国体不可常动，虽有皇帝，亦可立宪而成民主，譬如英日，故在清末，不主革命，而主君主立

宪。现在既已革命矣，改国体为民国矣，何又纷纷再事开倒车？故仍主民主，从事民主政体之

充分实现。他这里虽分国体与政体，实以作为内容之民主政体为主要。[7]（P47）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政治主题的把握，对民主政体建国的贡献。其实不仅在“倒袁时

期”，即在此之前与之后的所有政治活动与政治论述中，都显示他对民主政体建国有清醒的认识和不懈

的坚持。“倒袁”之前，梁启超的民主政体建国意识主要表现为清末在东京与革命党人就立宪与革命进行

的论战，之后则主要通过辨析国体与政体的区别和联系，来坚守其民主政体建国的政治意识。由此可见，

现代国家建构在梁启超政治哲学中的意义，也可见梁启超在此政治哲学传统中开创者和奠基者的地位。

接着，牟宗三论述了与梁启超不仅有深厚的私人情谊交往、更有紧密的学术承继关系的中国国家社

会党创党领袖张君劢对此政治意识的坚持、继承和深化，后者对民主政体立国之道的信守和发扬，使其

成为此政治哲学传统中居于承上启下地位的关键人物。我们后面可知，张君劢对新儒家第二代中的牟宗

三、徐复观、唐君毅的政治哲学思想，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民主政体建国的政治意识，一生信守而不渝，梁任公而外，惟张君劢先生能之。……

他能保持西方理想主义之正音，他能毅然肯定宋明理学之价值。……他始终反对打天下之意

识，而以政党政治之实现为己任。他实具有政治家之意识与风格，故其论民主政治决不囿于

政治学教授之立场，而能通着历史文化以及哲学上之理想主义。此实为一实践的谋国以忠的

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家的立场。[7]（P50）

这段话不仅谈到了张君劢在民主政体建国意识上对梁启超的继承，更有其深化的地方，即他在中国

文化中肯定了宋明理学、中国的唯心主义传统的价值，并认为民主政治必须有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此

与后来牟宗三的致思路径是一致的，即民主政治必须通着历史文化与哲学上的理想主义，唯其后者的思

考更形深化与精微。

最后，牟宗三谈到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看法。如果有一点点心得的话，也是得自张君劢的启发，俨然

继承了此民主政体建国意识的政治哲学传统。“凡吾今日对于政治所有之一点知识，皆先生之所赐。目击

而道存，故胜于读坊间之政治学也。”[7]（P51）并且，他对此政治哲学传统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旨趣进行了
总结，最后归结为民族尽其本性的现代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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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是严肃而神圣的工作，是民族“尽其性”的工作。一个民族不能作到政体建国，便是

未能尽其民族之性。亦如一个人之未能尽其性，便不可说是一个人格的存在。[9]（P80）

由此，我们隐然可以发现一条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从梁启超中经张君劢再到牟宗三的政

治哲学传统，此一传统的核心关切点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用张君劢的术

语来说，即是探求中国之“立国之道”。唯其本于牟宗三此文的叙述，国家社会党另一领导人物，与张君劢

不仅思想立场一致、更情同手足，与梁启超也有学术继承关系的张东荪，则没有进入此传统。其实，牟宗

三早年与张东荪的学术及私人关系，比与张君劢更为密切，他加入国社党即直接得于张东荪的介绍。并

且我们知道，张东荪与张君劢思想立场一致、同属于梁启超的“研究系”成员，也是国家社会党的创党领

袖，同样认同近代中国的政治主题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理应包含在此一政治哲学传统之内。

另外，由于唐君毅、徐复观与张君劢也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样肯认梁启超对其学术精神的影

响，最关重要者，是他们亦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并且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也应该

包含在此政治哲学传统之内 [10]（P75，260-263）[11]（P73，84）。
以上我们在勾勒此一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谱系构成及代际传承的同时，论述了此

一传统的问题意识和核心关切点——现代国家建构。正是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出发点，使得他们成为有共
同思想倾向、共同理论旨趣的学术共同体。那么，他们围绕此一问题意识和核心关切点做了哪些理论探

索，解决方案是什么，代际有怎样的理论差异及逻辑演变，内在矛盾为何，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则需要

进一步的分析。

三、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国家建构

如上所述，以民族主义构建现代国家，是包括文化保守主义在内的 20 世纪中国不同群体、不同时
代思想家的政治主题，也是他们的共同观念和核心关切点。就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来说，他们从文化、

政治、经济等方面，对此主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传统

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按照研究者的说法，梁启超在儒家传统中认同的是从孟子开始的陆王一系心学传统，并在此基础

上继承此传统，建立了一个具有近代哲学意义的“心体”学说，成为他政治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关于此

具有儒家心学传统的“心体”学说，研究者对它的特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一是在价值论和知识论的

统一中更重价值；二是在义利关系把握上，梁启超在两者统一中承认“生之谓性”，但反对为物欲所蔽；三

是在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上，梁启超承认“有命”，但又不为命所拘 [12]（P313-317）。由此可见，
梁启超的文化保守主义不仅认同于儒家传统，更认同和继承陆王的心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

融合康德哲学的“心体”学说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成为其政治经济主张的心性论基础。

张君劢对宋明理学的推崇和肯定，更是在其早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时候，即提出了“新宋学的

复兴”命题，这里的“新宋学”指的就是陆王的心学传统 [13]（P166）。至于张君劢对心性之学的看法，我
们完全可以以他与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联名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中的论述来说明。在这

篇宣言的第六节，他们谈到了“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正为中国之学术文化之核心”[11]（P139）并且认
为，应该知道在此心性之学下，“人之外在的行为，实无不为：依据、亦兼成就内在的精神生活，亦无不兼

为上达天德，而赞天地之化育者。此心性之学，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人之与外及人与天之枢纽所在，亦

即通贯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之者”[11]（P143-144）。由此可以看出张
君劢对儒家心性之学的看法，其保守的是儒家式的心性之学，并且他也通过康德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心

性之学进行了现代诠释，成为他立国之道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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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则是牟宗三。我们知道，牟宗三早年研究西方哲学、知识论、逻辑学，抗战时期在熊十力、唐君

毅等师友的影响和启发下，上接宋明心性之学的精神，倾向于陆王心学一派，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他彻

底的唯心主义“道德的形上学”哲学体系。这些只要我们稍微接触过牟宗三哲学，都会有清晰的认识，不

再赘述。

质言之，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国家建构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传统，在文化方面皆主张和肯认

宋明理学的陆王心学，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各自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丰富了近现代中国的“新心学”传

统。并且可以说，此心学传统的建构和肯认，正是此传统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地方，他们也正是通过各自

心学体系的建构，为其政治方面的民主主义和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奠定了道德理想主义根基。

（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上文在

勾勒此传统的时候，首先叙述了对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一生信守而不渝的梁启超，他主要通过国体

与政体两个概念的辨析来论述自己的民主主张。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

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合群力

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

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

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已何由可赎？[14]（P86-87）

这也从反面说明，若国体变幻莫定，人民即无所适从，并且政治变革所依赖的道德秩序、文化秩序、

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都已改变并被破坏，同样不利于政体方面民主秩序的建立，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民

主政体建国的坚持。

张君劢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主张则是“修正的民主政治”。什么是“修正的民主政治”呢？它是针对什

么而提出来的呢？

我们所想出的修正的拟案是什么？首先可说的便是：必须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原则上

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实施上必须使党派的纵操作用不能有所凭借。于是这种政制，

在平时，不拘两党或多党都能运用，即假定无党亦可运用；而在紧急时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

的意思与力量，不分党派。我们相信这样的制度不是不能创造的。[15]（P268）

这里，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在于创造一种政治制度，其原则上合乎民主自由精神，便于实际操

作，可防止党权的无限扩大，但又吸收了集权政治的好处，即可以在紧急时候，集中全民的力量。由此我

们可以看出，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既不同于传统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也不同于集权政治，而是

吸收和集中两者的好处，形成了“第三种政治”。

与梁启超相同，张君劢不仅是一位坐而论道的思想家，对现代国家建构有甚深的构思，更是一位起

而力行的实践家，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反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奔走呼吁，起草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都是他对建构现代国家的坚持和努力，也显示了他在中国近代此政治哲学传统中承

上启下的关键性地位。

与张君劢一道共同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张东荪，在政治方面亦主张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未来的

出路即在于实行民主主义。“西方的学术思想本来极复杂。其中可宝贵者，尚有多种，而大概与我们相

比却并不见得可贵。而唯独这个当作整个儿文化的民主主义，却正是西方道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我

们要接受西方文化，亦只须取来其这一点即足了。因为这不仅是西方的至宝，乃且是人类的至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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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9-27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东荪的主张对民主在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也说明他
在政治方面完全是主张民主主义的。

再看牟宗三对中国未来政治建设的认识。牟宗三依然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政治的现代化，政治

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民族国家，并从“保住人类及文化”的高度论述了民主政治的可

欲性，并把它提高到从来儒者所期待的“自非圣人崛起，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的高度 [17]（P728）。

我们愿见中华民族各宗族都能和平而有秩序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具有高度理性化制度化

的政治体系中，我们愿见在国家政治中，政权的转移，各级政府负责人的继承，都有一个和

平而理性的法律制度来安排。这，就今天说，非靠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出现不可。[18]

（P410-411）

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社会中最根本的困结，即“政权转移”“宰相难处”“王位世袭”，必须要在民主政

治下才能得到解决。牟宗三这里如此肯定民主政治对解决中国传统政治困局的意义，以至于有“民主政

治是最后一种政治形态”的坚决说法 [19]（P174，198）。
（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梁启超认为，提倡这种主义应该把精神和方法分开，“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

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我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20]（P32）。也即是说，
社会主义的精神无疑是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至于实行此精神价值的方法、运动，则各国应该各不相同。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中国今后应该走稳健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稳健的社会主义道路，梁启超总结为两方面，即奖励生产和平均分配。“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

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

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21]（P3）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主张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
式，并不仅仅在于分配，而主要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的手段调

节分配，实现公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质言之，梁启超此

社会主义主张，可以说开启了他们这一政治哲学传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们皆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精

神，但却认为中国不能走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主张的是民主社会主义。

基于早年欧游见闻和儒家求富求均思想的影响，张君劢对欧洲产生的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但正如

梁启超一样，张君劢在德国道路与俄国道路之间，选择了德国渐进改良的社会主义道路。“俄蓝宁（即列

宁，引者注）辈之所为，震惊一世之力，可谓前无古人，然以为他人所可学或他人所能学，则吾未之敢

信。”[22]（P33）对于德国的做法，张君劢说道，“德之革命则异乎是，建筑于五十年训练之上，酝酿于四
年战争之中，有国民为之后盾。无一革再革之反覆。及新政府既成，以各方之交让，议定宪法，虽社会

革命之理想，并未完全实现，然规模具在，循此轨道以行，则民意成熟自然水到渠成矣。”[22]（P33）两
相对比，张君劢倾向于德国道路可谓显然。按照有学者的总结，张君劢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议会策略”

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与俄国通过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完全不同，此也正奠定了张君劢一生的

社会主义基调，即以民主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即是说，张君劢主张的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 [23]

（P136-138）。“社会主义的实现，尽可依民主政治原则行之，不必有无产阶级专政与之相辅而行。”[24]

（P228）张君劢认为，在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不可调和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民主政
治制度下，通过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手段，以渐进改良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由此我们可以

看到张君劢的社会主义主张，与梁启超有相似而继承之处。

“二张”中的另一位——张东荪，对社会主义亦有深入的研究。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亦可以
说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即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探讨民主主义与社会

主义结合的问题。他说：“民主主义终必是社会主义，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又必以民主主义为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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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如果离了民主主义依然是不行的。……一切弊病都由于二者的分开，即有民主主义而无社会主

义或有社会主义而无民主主义。”[16]（P267）正是基于此一认识，张东荪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建立一种
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我敢说，倘使今后而能造一个新文明，且为人类之真正起见，则只有由我们起来

把真正的民主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合二为一。”[16]（P267）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东荪认同的社会
主义，与张君劢、梁启超相同，都是以民主主义作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反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最

终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

最后说到牟宗三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牟宗三不仅有许多对社会主义的正面论述，而且其社会主义

也是建立在民主主义基础上的，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何者为前

提、何者为根本的问题上，他始终认为应该以民主主义为前提和基础，即可以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吸收社

会主义的做法，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且不止于此，他更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论的角度，论

证了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必然性及其道德形上学的根基。

以儒家的理想主义之实践而接触到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一、儒家以尽伦

尽性践仁的实践之积极性为基础，他们本质上就是实践的，而他们的实践复有原则之积极性，

决不是一时的灵感……他们的理想主义是内在地必然要行动：所谓“内在地”是说他们在尽

性践仁中所显示的悱恻之感，心理合一之仁，不容已地要推动他去实践。……二、从客体方面

说，要达成其实践，必须还要了解社会方面之问题性，以及该问题的历史发展之客观性，即外

在的某方面史实发展之客观性。[8]（P69-70）

儒家心理合一的仁心，因其本身所内涵的积极的实践性，所以当面对社会的现实问题，比如经济不

平等、社会不公正的时候，即必然推动人们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肯定社会主义的主张。因此，儒家道德

理想主义的实践论，现代社会必然容纳和展现为社会主义的主张。

而且牟宗三认为唯有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融合，使社会主义与民

主主义成为相成而非相反，也唯有在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民主社会主义才有其精神上的、理性

上的根据，才能得到其最终的形上学证成 [8]（P72）。

四、近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建国方案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大体可以分为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共产主义三大主流。文化保守主义以现

代国家建构为核心，从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哲学体系，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

国的转变提供了一种儒家式的建国方案。此一建国方案与自由主义思潮相比，有怎样的特色和优势；我

们这里论述的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建国方案，与现代新儒学思潮是一种什么样的

关系；此一建国方案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的选项，相比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案而言，其缺陷

何在，则是结语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首先，与自由主义思潮相比，此一建国方案中文化的主张尤其是他们各自的哲学主张，无疑处于核

心和基础性地位，贯穿和润泽在政治的民主主义和经济的社会主义之中，也决定着后两种主张的基调。

具体地说，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基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都有其唯心主义的哲学基

础，这是其与自由主义相异的地方。我们知道，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核心，进行了

一系列制度架构，基本不涉及自由权利的道德根基。而文化保守主义的建国方案，强调自由主义的道德

理想主义基础，这样就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证成。而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

义之间，他们皆主张要以民主主义为建国的目标，社会主义为其具体的内容，以民主主义为实现社会主

义的手段。这样即是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之间，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中庸之道，以免除西方自由

主义只追求个人自由而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偏颇，并且可以避免激烈的变革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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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笼罩下，文化、政治、经济三者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润泽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此

一文化保守主义建国方案的主要内容，也提供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另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

可能之路。

其次，在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中，我们勾勒的此一政治哲学传统，其人多属于现代新儒学思潮，如

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那么这两个思潮或者传统之间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在本文看来，

这两个思潮或者传统，皆属于学界所说的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我们本文所述的政

治哲学传统及其建国方案，是此一保守主义思潮政治实践、政治哲学建构方面的努力，而现代新儒学思

潮——后来几乎成为此一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则是文化哲学、本体论、形上学方面的重建与重构。
并且在我们看来，这两个传统之间彼此各自的逻辑演变、思想发展也有一定的关联，共同构成了近代中

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与推进。前者从梁启超开端，以现实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的建构、政治哲学

的重建、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主义的诉求为关注重点，与此同时，开始逐渐思考政治制度、政治哲学的形

上学根基，逐渐关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重建儒家心性论，最后实现二者的融合。用传统内圣外王的词

汇来说，即是从外王的追求逐渐逼显出内圣的关怀，最终实现外王与内圣的贯通与融合。这可以说是从

梁启超开端中经“二张”，最后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的发展路径；而现代新儒学则与此相反，首先以

文化哲学、本体论、心性论、儒家道德哲学的重建为重点，与此同时，逐渐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现代国家

建构和政治哲学重建，最后实现二者的融合。对比于上一传统，现代新儒学从内圣的追求逐渐开始外王

的关怀，最终实现内圣与外王的贯通与融合。这可以说是从现代新儒学第一代到第二代的发展。也即是

说，前者从外王出发，后者从内圣出发，最终皆指向了牟宗三等的以道德形而上学为根基的现代国家建

构方案，也即内圣与外王的贯通与融合，可以看作为一个圆圈的两个回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最后，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此一儒家式的建国方案并没有被历史所选择，中国人民最终选择

的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案，其原因不仅有现实方面的，更有理论方面的。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状

况复杂、矛盾尖锐，本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异常强大，维持着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独裁统治。反动的力量不可能接受和平改良的方式而自动放弃政权，实现民主政治，实行社会

主义。而文化保守主义试图通过议会选举、舆论监督等渐进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终只

能成为一种空谈。另外，文化保守主义之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地方，即在于他们皆认同儒家传统、并在此

基础上融合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各自的心学体系，作为他们政治经济主张的道德理想主义基础。究其实

质而言，他们试图以理性主义哲学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地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离开社会的

经济基础，而一味地用人的良心或者善良意志建构的政治理论或方案，势必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虽然此一文化保守主义国家建构方案由于理论和现实的原因，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的选择，但是他们

的思想探索，对我们依然有理论启发。他们强调国家计划经济中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社会主义的本质在

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增加社会财富，要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政治经济建设的道德理想主义基

础，这些都对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不无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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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Tradition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Modern China

Li Qi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Cultural conservatism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social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Its inter-
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academic genealogy in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began with Liang
Qichao, developed by national social party members, such as Zhang Junmai, Zhang Dongsun and ended with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like Mou Zongsan. Fac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hina to modern China,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as its
major concern, establishes a complete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cul-
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provides modern China with a founding plan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This
nation-founding plan attempts to combine individual freedom with social justice, which is transcendence over
liberalism. However, due to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this conservative founding plan has not been
adopted for modern China. Nevertheless,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is plan has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ultural conservatism;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Liang
Qichao; Zhang Junmai; Zhang Dongsun; Mou Zong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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